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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共相与效力殊相:执行债权的概念厘定

肖建国 张苏平*

内容提要:在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实体债权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往往在查封执行标的、责任财产

价值维持、实体债权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等意义上使用 “执行债权”的概念,为超出实体债权

的特殊效力寻求理论依托,有时也会误将实体债权的归属确定性转用于执行债权。基于物上请求

权本就具有的债权属性、物上请求权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以及强制执行总是在特定

当事人之间施加强制等理由,执行债权以债权为共相,而不必以给付请求权的概念替换。执行债

权与个别责任财产存在具体关联,在权利实现路径上具有特殊性,也可以为存在实体瑕疵的执行

提供形式依据,并且以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为其保障方式,因此有必要借助其效力殊相作为分析

工具。

关键词:执行债权 实体债权 物上请求权 责任财产

2022年6月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于第83条、第109条、第171
条和第179条等条文中明确使用了 “执行债权”的概念,为其超出实体债权的特殊效力寻求理论依

托。进入诉讼程序的权利请求往往需要在 “实体请求权”的概念之外使用 “诉讼请求权”或 “诉讼

标的”概念加以区分,〔1〕 而实体债权经由诉讼程序判定后记载在执行依据,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

的过程也有区分概念表达和明晰理论基础的必要。不过,由于执行法理论常使用 “执行债权人”与

“执行债务人”指代执行依据上载明的执行当事人,〔2〕 虽然也强调 “执行依据上所载明的权利并不仅

仅限于民法上的债权,还包括物权法中的物上请求权、身份法上的请求权和公法上的请求权”〔3〕,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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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免引发疑问:既然能够据以产生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并不仅限于实体法上的债权,也包含物权

等绝对权,那么为何要以债权作为强制执行程序中权利的基本形态。换言之,所谓 “执行债权”

的概念是否应以 (给付)请求权等更为一般性的概念予以修正? 〔4〕当然,若借用请求权的概念

将其改称为 “执行请求权”,则可能与作为公法性权利且具有诉权性质的执行请求权产生混

淆。〔5〕但除此之外,执行债权人和债务人与实体法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未必一致、执行当事人

间的对立程序构造、以实体债权为基础的执行所占比例较高等理由显然均不能从根本上回答这一

问题。〔6〕问题的根本在于:在强制执行中作为实体正当性基础的各种权利能否以 “债权”为共相,

并且作为殊相的 “执行债权”概念在解释其与责任财产的关联以及实体债权的实现路径等执行法上

的问题时能否成为有力的分析工具。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执行债权概念

“执行债权”(查封债权/扣押债权)概念通常指代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旨在实现的权利,

它并非指代一种与实体债权同时存在或替代实体债权而存在的权利,而是用于提示执行程序对实

体债权的影响,因此,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使用。但理论和实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

有不同的侧重点,有时也暗含着价值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情形。

(一)执行程序中查封执行标的意义上的 “执行债权”

第一种情形是在实体债权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且执行标的已被采取查封等措施的意义上

使用 “执行债权”。例如,担保人以具有担保用途的保证金账户中的存款为银行设定质权,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该账户内的存款上存在权利负担,担保人的执行债权人对该账户内的存款所能主张

的权利不得大于担保人对该存款所能主张的权利,因此在权利负担去除前,执行债权人不得对该

存款强制执行。〔7〕这种理解更侧重于查封的束缚效力,即基于对执行标的的查封而产生让与禁

止效力。〔8〕只是在该案中让与禁止效力未能阻止依存款质权而对执行标的变价和分配,换言之,

存款质权被认为具有阻止执行标的让与的效力。〔9〕此外,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基于执行债权的查

封,还暗含着对因执行机关对保证金账户中的存款采取冻结措施而导致质权人因失去占有而丧失

质权的担忧。〔10〕但问题在于,即使强调执行债权与查封等执行措施的密切关联,质权等具有优

先受偿效力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当然构成担保权人据以排除强制执行、否定基于执行债权而对担保

物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的理由,担保权人可以通过参与分配优先受偿。〔11〕此外尚需考虑,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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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款的性质而言,通说认为存款归银行所有,即银行取得了存款货币的所有权,〔12〕因此基于

执行债权而查封并产生禁止让与效力的标的是存款人对银行的债权,该债权在归属的意义上属于

债权人的财产范畴,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财产对象。〔13〕而以具有担保用途的保证金账户为银行

设定质权,银行有权直接从该账户中划扣存款,该质权实际上并非真正以特定账户担保债权实

现,而是以该账户中的存款作为质物的质权,即以一定数量的资金为标的物的金钱质权。〔14〕因

此经由执行债权而查封的标的与基于以存款为质物的金钱质权的标的并不属于同一层次,执行债

权人虽可在执行程序中收取担保人对银行的债权,仅产生银行应向执行债权人履行并清偿该债权

的效果,这与应将该账户内的存款优先分配给作为质权人的银行并不冲突,不能当然得出该质权

具有阻碍转让 (归属意义上的)存款债权的结论。

在查封会使执行债权人取得优先保护地位的情形下,实体法理论也常在权利对抗效力的意义

上将执行债权与担保权等物权进行比较。例如在日本法上,执行债权人属于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

权人不得对抗的第三人。〔15〕在中国法上对于担保物权与执行债权所指向的标的物的价值分配,

未经登记的担保物权人不得对抗执行债权人,前者处于相对劣后的地位。〔16〕基于物权对抗效力

的有无,在执行债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就标的物主张权利发生冲突时,需要确定该物权对于执行

债权人而言应否被视为 “不存在”,〔17〕从而决定能否对该标的物强制执行。

(二)责任财产价值维持意义上的 “执行债权”

第二种情形是在执行标的已被采取查封等措施,且基于执行债权而被 “锁定”的责任财产的

价值维持意义上使用 “执行债权”。例如,执行债权人查封了债务人与案外人共有的土地和房屋,

此后债务人与案外人的共有物分割之诉的调解书确定了债务人对共有物的份额,以及案外人向债

务人支付土地分割差价补偿款的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调解书中存在差价补偿条款,

故被查封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中属于债务人应有份额所对应的价值并未因分割行为而减

少,该调解书并未损害执行债权人的权益。〔18〕这意味着,基于实体上的金钱给付请求权而形成

的执行债权,不仅成为查封不动产的实体依据,而且容许将执行标的转化为就不动产变价后所得

金钱甚至是债务人对原其他共有人基于差价补偿条款而产生的金钱债权。此时执行债权主要被用

于作为债务人责任财产价值维持的依据。但这存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即对共有财产在享有份额

内的物权强制折算为金钱,从而使其丧失物权的权能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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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体债权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意义上的 “执行债权”

第三种情形是在实体债权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意义上使用 “执行债权”。例如,第三

人在强制执行中基于受让执行债权而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要直接认可债

权受让人取代原申请执行人的地位,使执行债权在新的当事人之间仍然维持强制执行效力,执行

机关需要审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原债权人与债权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是否没有争议。〔20〕在

此情形下,执行债权可经由执行程序予以实现的效力能否随着实体债权的让与仍及于新的当事人

之间,关系到受让人能否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其受让的实体债权,以及在债权及其让与存在效力瑕

疵时的返还问题。应予区分的是,用以支持执行当事人与实体上当事人范围不一致的情形,例如

载明向第三人为给付的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债权人并非标的物的受领人,执行机关应当将标的

物交付给执行依据载明的有受领权的第三人。〔21〕两种情形的区别正在于主张受领执行标的的当

事人是否意欲成为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所及的执行债权人。相应地,为使执行债权的

当事人发生变更而对债权让与的审查也就存在更多超越实体法中债权让与规则的因素,让与人的

“书面认可”以及对让与人的债权人的保护即为适例。〔22〕

(四)误将实体债权的归属确定性转用于 “执行债权”

第四种情形是误将实体债权在实体法上归属的确定性转用于 “执行债权”,使记载执行债权

的法律文书具有形成效力。例如,当事人通过调解书约定某执行债权应归属于债权人甲,并约定

了债务人乙对债权人甲的清偿义务,但债权人丙认为该债权应归其所有,债务人乙应对债权人丙

负清偿该债权的义务,且在调解书作出前该债权已被债权人丙的一般债权人丁另案查封。债权人

丁主张甲乙间的调解书对该执行债权的处分直接影响其对丙的债权的清偿。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因调解书作出时间为丁查封丙对乙的债权之后,调解书对该执行债权的处分直接影响了丁对丙债

权的清偿,因此与丁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丁是旨在撤销该调解书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

告。最高人民法院为使已被查封的执行债权不受另案调解书对该债权归属约定的影响,认为应将

普通债权人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第

59条第3款的第三人范围,从而使普通债权人可以撤销就债务人与第三债务人的债权另行约定归

属的调解书。〔23〕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实际上遵循了实体法上权利归属唯一性的思路,因为在实体

法上,同一个债权不可能同时既归属于丁又归属于甲。换言之,当债权作为财产权客体的面向出

现时,由于它已被物化 (“债权物化”)而具有支配性和绝对性,〔24〕在处分意义上的债权让与和

债权出质抑或以归属意义上的债权排除强制执行时均应遵循客体特定原则。〔25〕但是实体上债权

归属的确定性要求并不一定与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定而形成的执行债权存在争议相矛盾。由于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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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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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约定的债权归属并不会发生形成效力,〔26〕不会因该调解书而形成执行债权并经由强制执行

而直接且终局性地改变原实体债权的归属。此外,使约定债权归属的调解书对未参加诉讼且主张

该债权的案外人发生效力是允许其嗣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但又存在不当扩张调解书既

判力的问题。〔27〕并且程序性的既判力理论也不会认为经由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归属与真实的债权

归属构成无法并存的矛盾。〔28〕即使执行债权人依据该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主张享有该债权的

案外人仍有机会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同一客体主张实体权利,〔29〕并通过合并确权请求与排除执

行请求使关于该债权归属的判决拘束执行债权人。〔30〕

二、执行债权的债权共相

关于在执行程序中是否也要使用 “给付请求权”概念替换 “执行债权”概念的争议,主要争

点在于请求权不仅可以基于实体法上的债权而产生,而且也会基于物权、人格权等绝对权而产

生,因此,径行使用 “执行债权”的概念指代进入执行程序中的请求权并不周延。但这并不足

虑。一种最浅显的理由是,由于债法上的请求权构成了请求权的基本模型,它可被准用于其他请

求权,〔31〕因此在与请求权的特点进行对照时,本就可大致在同义上使用实体债权与请求权的概

念。〔32〕不过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应以如下理由补强。

(一)物上请求权本就具有债权属性

除金钱执行外,基于执行债权而采取交付物的执行或完成行为 (作为和不作为)的执行,其

实体基础可能源于实体法上的物上请求权或基于债权而生的移转请求权,其中因后者属于债权所

以不会产生疑义。存在疑问的是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三类物上请

求权能否作为交付物的执行债权或完成行为的执行债权的基础。支持的第一个理由在于,这三类

物上请求权本就具有债权属性。在权利位阶上,物上请求权与债权上的履行请求权是一个层次

的。〔33〕就返还原物请求权而言,德国通说认为占有人应当承担履行义务,但由此造成了其与债

法上返还请求权的混淆,占有人承担了如合同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34〕在排除妨碍等请

求权的情况下其责任内容也更为模糊,未能澄清其与债权请求权之间的界限及其独立于债权的基

础。〔35〕这也可以作为其债权性质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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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参见任重:《<民法典>第229条 (法律文书导致物权变动)诉讼评注》,载 《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参见张卫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载 《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参见金印:《既判力相对性法源地位之证成》,载 《法学》2022年第10期。
参见金印:《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程序救济》,载 《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310条第2款规定: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参见 〔德〕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第44版),刘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20 423页。
本文涉及与 “执行债权”相对照时,也是在 “给付请求权”的意义上使用 “实体债权”的概念。
参见王洪亮:《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Vgl.Picker,Der„dingliche􀆵Anspruch,inImDienstederGerechtigkeit,FSfürBzdlinski,2002,S.278,302ff.,转引

自前引 〔33〕,王洪亮书,第3页。
参见前引 〔33〕,王洪亮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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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196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了 “请求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以及 “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

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若将其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

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1条关联起来,就会认为既然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

效抗辩”,那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上述物上请求权就不具有债权性质。但这忽略了这两条规范之

间的位阶,如果将其作为同一位阶的两条规范看待并致力于在同一位阶上作出无矛盾的解释,则

当然会得出上述结论。但问题是,上述规定仅在结论上使物上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它并不能

构成否定物上请求权具有债权性质的法源,即无法从过程上否定其债权属性。因而它构成了时效

规则的特别规范,与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一般规范在两个位阶上不

存在矛盾。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关系到支配权的完整性和圆满性,因此

不适用诉讼时效。〔36〕理论上也有主张这类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之间不具有兼容性,〔37〕包括

其针对的是继续性的侵害行为因而本质上不可能适用诉讼时效,〔38〕以及没有通过时效保护不特

定第三人的必要性。〔39〕在程序法上,也有学说主张对于相同或实质相同的重复侵权都应当直接

通过执行程序加以救济的方式,使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在申请执行时没有时效经过的可能

性。〔40〕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解释上主要的理由在于与登记制度的衔接以及保

护第三人信赖的问题。〔41〕由此可见,立法在结果上排除了物上请求权适用时效的理由并不是直

接否定其债权属性。一项权利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法律判断的最终结果,而不是证成其权利性质

的原因,比较法上对返还原物请求权也规定为适用30年诉讼时效期间即为适例。〔42〕

(二)物上请求权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

支持的第二个理由是,物上请求权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上述用以主张各类物上

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各项理由中,可能与其债权属性发生冲突的就是物上请求权具有保护作

为支配权的物权的功能。但是,这种保护如果不借助债权性质的请求权,也只能限定在抽象层

面。〔43〕请求权并非处于支配权的对立面。〔44〕物权所具有的法律之力只是一项间接的、潜在的

攫取可能性,物权人对物的攫取须以请求权为媒介。〔45〕抽象的物上请求权无论在有无妨碍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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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

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7页。
参见杨巍:《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参见王轶:《民法总则之期间立法研究》,载 《法学家》2016年第5期。
参见曹志勋:《停止侵害判决及其强制执行:以规制重复侵权的解释论为核心》,载 《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对相应争议及其理由的梳理,参见杨巍:《<民法典>第196条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评注》,载 《南大法学》

2022年第2期。
《德国民法典》第197条第1款第2项规定了因所有权、其他物权等而发生的返还请求权以及用来主张这些返还请求

权的请求权经过30年而完成消灭时效。其中就包括第985条规定的所有人对占有人享有的物的返还请求权。参见 《德国民法

典》(第5版),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参见 〔葡〕曼努埃尔·德·安德拉德:《法律关系总论》(第1卷),吴奇琦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 5页。
参见 〔德〕本德·吕特斯、阿斯特丽德·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

52页。

Vgl.HansH.Seiler,StaudingerKommentarzumBGB,EinleitungzumSchenrecht,2012,S.14,转引自袁野:《物权

支配性之教义重述》,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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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行为发生或危险是否现实存在时,都会基于物权的消极权能而存在,但其无法实际行使。

只有当具体的妨碍行为发生或危险现实存在时,具体的物上请求权才会成立并对特定的相对人发

生效力。〔46〕物上请求权虽然基于物权而产生,目的在于辅助物权实现,但其作为请求权只有指

向特定的无权占有或妨碍物权的相对人,才有的放矢。也正是因此,有学说主张在物上请求权产

生之后可以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577条以下的规定,无权占有人、不法妨碍人等对物权人行使

物上请求权置之不理,拒不返还原物、拒绝排除妨碍或任凭巨大危险存在,物权人可以类推合同

违约责任的规定在造成损害时主张损害赔偿。〔47〕

如下的例子也可佐证。所有权人甲的物被乙偷走并保持无权占有,则甲对乙产生返还原物请

求权,并且乙不会因取得时效而取得该物所有权。此后该物又被丙占有,此时甲对丙也会产生一

个新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即使甲对乙的请求权消灭或因时效经过而无法实现,也不影响甲对丙的

请求权,丙不得以甲对乙的请求权存在时效抗辩来对抗甲。〔48〕在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在中国法上依据 《民法典》第196条第2项的规定,此时甲对乙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

用诉讼时效,因此也不需要如德国法那样特别强调该物所有权本身不因时效而消灭,也能在甲乙之

间维持该物所有权归属于甲的法律状态,并认可甲可以基于丙的占有而对丙产生返还原物请求权。

(三)强制执行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施加强制

执行债权是为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实体债权而生,因此其特别关注对个别责任财产的支配,支

持的第三个理由就立足于此。以返还原物请求权为例,无论将其作何种定性,在据此产生执行债

权之后,强制执行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施加强制从而达到目标。

若将其义务性质界定为返还的给付义务,则强制执行时应将该物从债务人处强制取走并交付

给执行债权人,使其重回债权人支配。若将其义务性质界定为容忍义务,则意味着债务人必须容

忍债权人取走该物,〔49〕那么强制执行时应不存在由执行机关强制取走该物并交付给执行债权人

的依据,债务人的容忍义务应属不作为义务,需要在债务人违反容忍义务实施相反行为时适用执

行中的制裁措施。〔50〕若兼采给付义务与容忍义务,则在实体上意味着义务人除要对权利人取走

原物予以容忍外,还需要有积极的协助行为。〔51〕其中债务人应为的积极协助行为可在强制执行

中由执行机关以取走交付等方式强制实现,而容忍义务也并不与此相悖,因此仍以交付物的执行

为主要实现方式,并可因债务人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而施加执行制裁措施。总之,即使对返还原

物请求权的性质有不同理解,在据此产生的执行债权之下都表现为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以强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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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参见前引 〔25〕,崔建远书,第416页。
参见前引 〔25〕,崔建远书,第6页。
该例子改写自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

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 327页。德国民法规定所有人对占有人享有的物的返还请求权适用30年时效,因此存在

甲对乙的请求权已过时效的问题。在实体法上,所有人对新的无权占有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基于新的无权占有事实而原始发

生的;并且原无权占有人对所有人的返还义务也不会转让给新无权占有人。参见 〔日〕山本克己:《返还原物请求权与口头辩论

终结后的受让人———对积极说的反驳》,王佳敏译,载 《南大法学》2023年第1期。
对返还原物请求权性质的学说梳理,参见丁宇翔:《返还原物请求权研究:一种失当物权关系矫正技术的阐释》,法

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 178页。
在德国法上,依据 《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的不作为请求权也受诉讼时效调整。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则债权人

无法取得执行依据使其在债务人继续实施相反行为时对其处以违警罚款。参见前引 〔31〕,科勒书,第431 432页。

Vgl.Staudinger/Gursky,§985,Rn59,转引自前引 〔33〕,王洪亮书,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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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实现。这是由执行债权与个别责任财产的具体关联决定的,要实现作为执行债权实体依据的

权利,就必须对特定的个别责任财产施加强制,而这些个别的责任财产又具有归属上的确定性,

由此就建立了债权人与特定债务人之间的关联。也正是因为强制执行措施的选择更为看重相应实

体债权所欲实现的目的,所以只要确定应当在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强制将该物取走并转移占有,

就无须考察其法律基础的性质如何。“这既与义务是物权还是债权性质无关,也与涉及的是赴偿

债务、往取债务还是寄送债务没有关系。”〔52〕

即使执行依据并非根据实体债权或物上请求权而成立,例如被称为 “对物之执行名义”〔53〕

的实现担保物权裁定,只要据此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也都将转化为在特定 “当事人”[《民事诉讼

法》(2021年修正)第204条]之间的关系。无论认为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及其裁定中是否应当包

含对主债权的审查与判断,〔54〕也无论将该程序定位于指向权利实现的略式程序抑或否定权利义

务争议的非讼程序,〔55〕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核心都是在执行依据中载明担保物权的具体实现方

式,并据此通过强制执行使担保物权人获得其价值。为此,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只是担保物权实

现的手段,将变价款交付有受领权的权利人并由其保有才是目的,而这种目的就反映在担保物权

人与提供担保物的债务人或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上。债务人或第三人为主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是

为了使债权人获得 “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民法典》第386条),其中的 “受偿”最终

是指主债权的清偿,但在强制执行担保物并将变价款分配给债权人的过程中则是直接指向该执行

债权的清偿。担保物权使主债权在受清偿时具有了优先性,但仍须借助强制执行中债权人与提供

担保物的债务人或第三人间的执行债权,才得以说明分配变价款并 “清偿”的路径。因此,依据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中作出的许可拍卖、变卖担保财产裁定而开启的强制执行程序并不构成例外。

综上而言,使用执行债权的概念指代执行程序中基于实体法上的各种绝对权或相对权所产生

的请求权,并不会造成对权利性质或强制执行效果的混淆。执行债权应以债权为共相,它总是基

于实体法上的各类请求权,并在执行程序中在特定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因而符合债权的效力特

征,只是在其实现路径方面是由请求债务人履行变为由执行机关强制实现。在此基础上,应当着

重关注执行债权在效力方面的特殊性,考虑执行债权在效力的维度是否可被看作是债权的殊相。

三、执行债权的效力殊相

执行债权虽然源于实体债权,但它更关注实体债权实现过程中所采用的强制性措施及其指向

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查封等执行措施、束缚效力以及对被 “锁定”的责任财产的价值维持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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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法院裁判,载 《州高等法院民事裁判集》,1983年,第123页,转引自 〔德〕弗里茨·鲍尔、霍

尔夫·施蒂尔纳、亚历山大·布伦斯:《德国强制执行法》 (下册),王洪亮、郝丽燕、李云琦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

106页。
毋爱斌:《“解释论”语境下担保物权实现的非讼程序———兼评 <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197条》,载 《比较法研

究》2015年第2期,第90页。
《民诉法解释》第369条第1款明文要求法院还须对 “主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等进行审查,但这显然并非

《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03条和第204条的必然解释结论。
参见吴英姿:《民事略式诉讼程序初论》,载 《中外法学》2022年第6期;任重:《担保物权实现的程序标的:实践、

识别与制度化》,载 《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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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并且,由于执行债权的存在范围即为执行力所及的主观范围,在债权让与等情形下它还决

定了受让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可能性。执行债权在这些方面的特性提供了使用该概念的最低限

度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能够证成执行债权概念必要性的因素还包括如下四类。

(一)执行债权与个别责任财产的具体关联

在权利与责任财产的关系上,实体债权只能与责任财产的整体产生抽象的关联,而执行债权

则是与个别的责任财产产生具体关联。债权的标的为给付,〔56〕因此不会产生直接支配债务人具

体责任财产的效力。并且由于债务人始终在不断实施法律行为处分部分财产,从实体法的角度甚

至无法在实体债权设立之时或债权存续期间准确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即使将确定责任财产范围

的时间推迟至债务清偿时 (或清偿期届满时),〔57〕若未经由强制执行而由债务人任意履行,〔58〕

则界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并无实际意义;若经由强制执行而使债权受偿,则恰是借用执行债权的概

念在责任财产的最大范围内依据债权金额查封价值相当的执行标的,此际责任财产作为债权实现

的总担保的抽象地位已被转化为就具体执行标的变价受偿的具体措施,而后者正是执行债权所关

注的执行标的的确定问题。由于无法预测债权设立时已被查封的财产在上述确定责任财产范围的

时间是否仍处于束缚状态,既无必要也无理由在通过强制执行现实实现债权之前就先行确定具体

的执行标的,因此作为实体债权总担保的责任财产甚至可以包含债务设立时已经处于查封、扣押

状态的财产以及已经设定了担保物权的财产。〔59〕显然,若不借助执行债权的概念,则上述界定并

无必要。实体债权的效力并不能及于债务人的各项具体财产,其权能不能作为确定执行标的范围的

根据。因此一般债权人与未登记物权人之间的权利对抗关系,总是要通过执行债权 (而非实体债

权)表现出来:学说史上争论的请求金钱或者种类物给付的一般债权人是否属于不登记就不能对抗

的第三人范围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债权人仅基于其实体债权人的资格无法直接参与到物权争议

中,其间的权利优劣关系实际上都会转化为执行债权人 (以及破产债权人)与未登记物权人的权利

优劣关系。〔60〕这是执行债权与实体债权在与责任财产产生关联的不同方式方面的又一例证。

(二)执行债权在权利实现路径上的特殊性

在实体债权转化为执行债权后,二者在权利实现的路径上存在差异。基于强制执行的目的,

执行债权在实现路径上与实体债权有所不同,无法做与实体债权实现路径相同的解释。除上述决

定债务人自由清偿的平等性外,实体债权 (请求权)还具有请求性、合作性与非排他性。它们分

别意味着实体债权的作用表现为对特定人的给付请求 (而非对特定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权利实

现需要义务人的配合,以及在同一标的物上可以成立数项内容相同的实体债权。〔61〕在请求移转

标的物所有权的实体债权的场合,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取决于债务人是否实施被请求的行为 (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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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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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见前引 〔31〕,科勒书,第415页。
参见崔建远、韩世远:《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 30页。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
参见前引 〔57〕,崔建远、韩世远书,第30页。
参见 〔日〕松尾弘、古积健三郎:《物权担保物权法》,弘文堂2008年版,第105 106页;〔日〕近江幸治:《物权

法》,成文堂1998年版,第81页。转引自龙俊:《公示对抗下 “一般债权”在比较法中的重大误读》,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
参见前引 〔58〕,朱庆育书,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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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达成所有权移转合意),重在义务履行中包含的移转所有权的意思。但若在执行依据中据此

载明要求债务人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则强制执行时会通过交付物的执行实现这一目

的。此时,在执行程序中强制实现执行债权的路径重在交付行为在事实上的强制性,而无视所有

权移转的意思,与实体债权的实现路径各有侧重。而在请求移转标的物占有的实体债权的场合,

例如向无权占有人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无论是实体债权的实现路径,还是基于载明由债务人将

标的物的占有返还给债权人的执行依据而强制实现执行债权的路径,都重在交付标的物作为事实

行为的强制性,无需移转所有权的意思。

两相对比,执行债权的强制实现并不能完全通过请求权的请求性和合作性予以解释,而是通

过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实现对标的物支配的移转,替代了对债务人行为的请求。给付概念在基于

强制执行而实现权利的过程中并不突出,甚至即使在启动强制执行之前,若债务人迫于压力而为

给付,也不构成有目的的债务履行行为,不适用 “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则排除不

当得利返还的抗辩。〔62〕在请求权的非排他性问题上,执行债权也有其特殊性,因为执行债权人

之间基于查封时间的先后依次就查封标的物受偿,在先的执行债权会优先于在后的执行债权受

偿,〔63〕至少也会取得程序上的优先处置地位。〔64〕例如,在保证人仅担保部分主债权,且已经

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保证人可向债务人主张法定取得的主债权,而主债权人仍将继续请求

债务人清偿剩余债权,只要债务人尚未破产,主债权人的剩余债权并不会具有绝对的优先受偿顺

位,若保证人先就查封标的物实现其执行债权,则主债权人只能转而就债务人的其他财产满足其

执行债权。〔65〕因此,执行债权之间会因争夺查封标的物的价值而事实上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强制执行的本旨就意味着无视债务人意思的权利实现;二是执行法

理论在按照债权人意欲实现的实体债权为主线索进行分类,并分别配置不同类型的执行措施时,〔66〕

将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与返还占有的不同权利在救济性请求权的意义上化约为了物之交付请求权,

“与金钱债权执行的概念一样,交付物的执行同样是根据执行名义的内容来确定的执行种类,通过

它所要实现的是物之交付请求权,即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法律文书指定的物的权利。该交付请求

权可以基于物权产生,例如物之返还,也可以基于债权而产生,例如交付作为合同标的之物”〔67〕;

三是若在执行依据分别要求移转所有权与返还占有时均适用交付物的执行,则暴露出以执行措施

的目的和效果为导向进行的权利类型划分并非完全周延。对债务人作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之

所以没有被归入不可替代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中,并非是因为它不可被视为行为请求权,〔68〕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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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名怡:《不当得利法的希尔伯特问题》,载 《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
参见马强伟:《论查封债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及其效力限制》,载 《法学》2023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2020年修正)第55条第1款规定:“多份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

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参见王蒙:《论保证人对债务人追偿的双重结构》,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参见江伟、肖建国:《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载 《法学家》2001年第4期。
前引 〔3〕,肖建国主编书,第322 323页。
既然在采取执行措施的外观上都表现为将标的物移交给执行债权人的两种实体债权都可以化约为交付物的执行,就

没有理由认为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一定指的是外观上有形行为的执行,债务人作出意思表示的精神性行为也可被行为请求权的执

行所评价,并且由于是否作出特定意思表示纯属债务人的意思自由范畴,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由他人替代完成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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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能够通过拟制债务人作出意思表示就达到执行目的时,没有必要选择只能通过间接执行措

施间接达到执行目的的不可替代行为的执行方式。并且,在不可替代行为的执行中,间接执行措

施是唯一可行的执行方法,〔69〕因此其并非更适合于该类请求权的执行措施,而只是无奈之举,

这与通过拟制的方式间接达到等同于债务人已经作出意思表示的方式存在相似性,二者都并非达

到特定目的的最优先手段。可见,最终决定将某种实体债权归入何种类型的执行债权的因素很大

程度上是由所欲采取的执行措施所决定的,而所有执行措施的共同出发点就是强制执行旨在无视

债务人意思的权利实现这一目的。

实际上,执行债权与实体债权在实现路径上的差异具有必然性,因为通过强制方式实现权利

被认为构成了强制执行法的出发点。由于实体法描绘出了权利及其实现路径的图景,而执行法试

图在因债务人不履行而无法以任意清偿方式实现权利的路径上提供一套 “最终方案”,即通过无

视债务人的意思这一方式强制实现。但显然这是一种循环论证:通过债务人欠缺履行意思的事实

无法推论出在不改变实体债权实现路径的前提下可以径行强制执行。但执行法也不应陷入虚无主

义,还是需要寻求某种实现权利的路径。一种思路是认为执行法的主要规范都是实体债权及其实

现路径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仅在必要之处才必须引入非源于实体法的独立规范。如此,就需要

承认强制执行行为本身并不能构成法定的实体权利变动原因。因此,为了 (至少在形式上)避免

前述循环论证并在维持实体性的权利实现路径的基础上解释强制执行如何实现权利,执行法应当

将债务人意思的拟制规定为非外源于实体法的独立规范,〔70〕并广泛适用于金钱执行、交付物的

执行以及行为请求权的执行,〔71〕而非仅仅作为作出意思表示的执行方式。〔72〕另一种可能的思

路是在执行程序中以执行债权的观念替代实体债权,实体债权的权能和效力仅被用于描述诉讼和

执行依据形成阶段,此后则使用执行债权的概念解释权利实现路径的特殊性。通过执行债权的效

力及其实现,替代性地使债权人获得本应由实体债权所指向的利益:求钱得钱、求物得物、求行

为得行为效果。这虽然有助于解释债权人对责任财产的支配等无法为实体债权效力所及的问题,

但在回答强制执行在债务人缺乏履行意思或权利变动意思时如何实现权利变动的问题时,仍不免

流于执行债权的概念形式。

(三)执行债权为实体瑕疵的执行提供形式依据

当所欲实现的实体债权存在瑕疵,甚至在实体上并不存在时,基于抽象的强制执行请求权观

念,〔73〕执行债权仍然能够与责任财产建立具体关联,在执行依据被撤销前,仍可以实现以执行

债权为目的实施强制执行。执行债权能够为存在实体瑕疵的执行提供形式依据,在据以实现的实

体债权嗣后被确认为不存在并因此引发返还的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兹以下例予以说明。

一审判决确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实体债权,在二审过程中,债权人将该债权转让给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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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登科:《民事间接强制执行比较研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022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第198条第1款规定:“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作出意思表

示的,该法律文书生效时,视为意思表示已经作出。”
例如,执行依据上载明动产所有权转让,意味着债务人有义务作出转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并交付动产。此时应同时

适用作出意思表示的执行和交付物的执行。参见前引 〔52〕,鲍尔等书,第118页。
例如拟制强制缔约义务人作出承诺。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 16页。
参见前引 〔6〕,张登科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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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驳回债务人的上诉后,执行机关依债权人的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债权人

申请变更债权受让人为申请执行人,但未获执行机关准许。在执行机关将执行款发放给债权人

后,债权受让人依据确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另案判决请求债权人向债权受让人交付执行款。此后,

确定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实体债权的原一审和二审判决被再审判决撤销,同时判决驳回债权人对

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据此,债务人申请执行法院进入执行回转程序。〔74〕当事人在该案的执行回

转程序中争议的是负有回转义务的被执行人问题,即应当由债权人还是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回转

该案执行款。因为该案在强制执行之外引入了实体债权让与,并由此导致涉案款项在三方主体之

间移转,所以其返还问题比较复杂,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形。

从实体法角度观察,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的债权及其 “项下所有的附带权

益及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同意折价受让该债权,并且约定了支付转让款的履行期。该债

权转让协议存在诸多解释上的分歧:首先,转让标的究竟仅为债权本身,抑或是也包含了债权人

在未来通过强制执行所获得的执行款? 在前者的情形,所谓将 “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转

让给受让人,仅仅意味着应由受让人自行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即使嗣后的债权转让判决 (给付判

决)载明要求债权人向受让人支付这笔款项也不会直接改变实体法律关系。〔75〕后者意味着债权

人对受让人负有金钱给付义务,但该义务指向的是经由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强制执行而特定化的执

行款,还是支付相当于执行款数额的金钱即可,仍有疑问。债权转让判决采取前一种解释,要求

债权人向受让人支付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项下的执行款,如此相当于债权人成为受让人的执行

担当人。但问题是,这种解释使债权本身的转让失去意义,并且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基

于生效裁判和强制执行的基础关系,无论债务人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前还是之后向债权人清偿

(通过强制执行),都有再次向受让人清偿的风险。受让人同时取得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以及直

接向债权人请求交付执行款的权利,其法律地位显著优越于债权人。此外,由于被转让的债权嗣

后被再审判决确认为自始不存在,因此对该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会存在争议。如果债权转让协

议被解释为上述第二种情形,且债权人向受让人支付特定数额执行款的义务不受影响,那意味着

只要该义务未因解除等事由消灭,受让人就可以确定保有债权人支付的款项,即使债权人与债务

人之间的执行依据嗣后被撤销,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给付义务也不受影响。

在执行依据被撤销后,争议的问题就在于债务人应向债权人还是受让人请求返还,以及债权

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存在返还关系。由于作为强制执行依据的判决被撤销,债权人基于强制执行

而从债务人处获得的执行款构成非债清偿型不当得利,且可能在差价范围内主张得利丧失抗辩。

此外在该案中债务人并未收到通知,因此是否存在债务人向受让人的 “清偿”本身也存在问题。

若按照 “有意识且有目的地增加他人的整体财产”的 “给付”概念,〔76〕则债务人基于强制执行

而向债权人履行,即使该笔款项又被债权人出于清偿目的交付给受让人,也不存在债务人对受让

人的给付目的。若按照客观的 “清偿”概念,由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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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该案的系列裁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鄂

05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任重:《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载 《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参见 〔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第4版),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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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债务人是在对受让人清偿。此外,在转让的债权本身并不存在的前提下,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

是否还会产生返还关系取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与效力,这也决定了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返还不

当得利后,是否还可以向受让人请求返还,这关系到在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由谁承担风险。

由此可见,在执行依据载明的债权存在实体效力瑕疵并且涉及多方主体时,实体上的返还问

题非常复杂,很难在作为执行程序的执行回转中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执行回转案件的裁判

中选择了较为谨慎的处理方式,认为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基于债权转让协议的争议与本案执行回

转无关,由于该案执行债权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执行款也发放给了债权人,因此在执行

依据被撤销后,在执行回转程序中由债权人向债务人返还所得执行款并无问题。〔77〕因此,执行

债权在限制执行回转范围、避免加剧复杂的实体法律关系方面具有优势。执行回转被认为实体法

基础不明,〔78〕更应当将其所要解决的问题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莫不如以执行债权所及的范围限

定通过执行回转程序 “二次变动”的范围,使此后的不当得利争议可以建立在经由执行程序初步

复归的财产关系之上。

(四)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是执行债权的保障方式

实体法理论通常认为,支持债权人撤销权的判决具有恢复责任财产的效力,从而发挥撤销权

所具有的保全实体债权的效力。只是实现路径可能因对撤销权性质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若认

为债权人撤销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则撤销权判决会使债务人与相对人间的法律行为无效,〔79〕

由此足以实现制度目的。〔80〕另有观点承认撤销权兼具请求权性质,或者需要借助债权人代位权

请求相对人返还财产 (占有)。〔81〕与此不同,“责任说”将撤销权作为一种伴有 “责任上的无效”

效果的形成权,撤销权诉讼便是一种形成之诉,撤销判决的效果是使相对人处于以其取得的财产

对债务人的债务负责的状态,因此不必进行财产返还就可以实现责任财产的恢复。〔82〕但由此即

产生疑问:债权人撤销权及其判决所具有的恢复责任财产的效力是如何实现的。换言之,如何能

够在观念上判断被撤销权所保障的实体债权已经重新恢复到了能够 “以责任财产为实体债权的一

般担保”的状态?

通常的实体法思路会将其归结于撤销权判决的形成效力,使被撤销的诈害债权行为无效,因

此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经由该法律行为所变动的财产,或者被直接复归至债务人处,或者转化为

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性请求权。也就是说,判断实体债权是否通过撤销权及其判决得到了保

障,是否恢复了作为其一般担保的责任财产,是通过比较债务人的某些具体的财产是否 “失而复

得”(也包括作价返还)实现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保障实体债权的功能,则必

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判断之下:作为被保障对象的实体债权的效力本身就具有能够保持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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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执监210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陈刚:《我国民事执行回转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革新》,载 《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
参见王洪亮:《<民法典>第538条 (撤销债务人无偿行为)评注》,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2021年第6期。
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债之保全体系》,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参见茅少伟:《恶意串通、债权人撤销权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的实体法评释》,载

《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55 456页。
下森定 『債権法論点ノート』(日本評論社,1990年)120頁参照,转引自前引 〔81〕,韩世远书,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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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定具体财产的权属状态稳定的效力和权能。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实体债权仅仅与抽象意义

上债务人整体的财产状态相关,那么就无法通过被撤销的个别具体的财产权属变动去实现实体债

权的保障目的;第二,在逻辑上,只有实体债权与个别的具体财产产生密切的相关性,才有可能

认为这些个别的具体财产的权属转移会影响到债权的实现;第三,退而言之,如果实体债权不与

个别的具体财产具有密切相关性,那么由于债务人的具体财产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就无从判断实

体债权效力所及的应有财产范围。

但是这一重要的前提判断恰恰无法成立。已如前述,实体债权仅包含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效

力,而不会直接指向具体意义上的个别财产。“除债权人代位权与债权人撤销权的情形外,一般

债权人在通常情况下不具有对债务人财产实施处分的权能,而仅仅具有 ‘从债务人的总财产中获

得偿付’的地位,因此,当判决对于 ‘某一财产不属于债务人’之事实作出确定时,即便让该判

决的判决效及于一般债权人,也并不会产生不当。”〔83〕债务人在正常交易活动中实施法律行为并

使个别财产发生权属变动,并不会因其对债权人负有债务而被撤销,债权人基于债务人与相对人

的诈害债权行为得以突破相对性效力已属例外。另一方面,“责任财产是 (实体)债权的一般担

保”这一命题只能在抽象意义上理解,或许不应在此意义上使用 “责任财产”的概念,因为作为

实体债权一般担保的财产尚未被具体化和特定化。基于债权 (请求权)的非排他性,同一债务人

的多个债权人之间对债务人所负债权的比例并不会因债务人处分部分具体特定财产而受到影响。

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以致影响各债权人在参与分配中的具体受偿的情形,恰恰是将债务人的各

项具体意义上的特定财产的总和作为可分配的最大范围,这构成了真正意义上责任财产的应有内

涵和功能。承载这一功能的恰恰是强制执行程序,而基于与各项具体财产 (执行标的)的密切关

联,执行债权就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有力工具。在日本法上,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的债权人严格

来说只是为了将来的执行而保全责任财产,尚不能说对责任财产取得了某种支配地位。但学说认

为其也能对抗未登记的物权人,理由在于债权人撤销权是强制执行的准备行为,其目的是将从债

务人一般财产中脱逸的财产复归原位,与扣押债权的目的相似,故撤销权人可以与扣押债权人做

相同处理。〔84〕由此观之,“责任财产是债权的一般担保”的命题只有在执行程序中才可被具体

化,责任财产实为执行债权的一般担保。

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否定撤销权判决对于恢复经由被撤销的法律行为所变动的财产的作

用,而是主张将执行债权作为分析工具引入其中更为妥当。实体债权的论证路径未能保持撤销权

行使效果 (即具体财产的权属变动恢复效果)与实体债权效力的一致性。而借助执行债权为概念

工具的路径认为,既然撤销权判决已经直指具体意义上的个别责任财产,就意味着在该诉讼中已

经对执行债权的部分效力范围作出了判定,这就必须以该诉讼已经对实体债权进行判断为前提。

由此引申,撤销诈害债权行为的请求默示地蕴含着将实体债权引入诉讼审理从而为执行债权的产

生提供实体正当性的因素。只有执行债权才能在具体责任财产的意义上与撤销权判决的效果相对

接,这也可被看作是撤销权行使效果的另一种视角下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18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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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
参见 〔日〕舟桥谆一、德本正编辑:《新版注释民法6》,有斐阁1997年版,第574 575页,转引自前引 〔60〕,龙

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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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中 “判令受让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受让人未履行返还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

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正是旨在解决该问题。〔85〕撤销权诉讼及其判决所保障的实际上是经

由对实体债权的审理而得以具体化和特定化的执行债权,为嗣后可能进入执行程序并真正转变为

执行债权做准备。

Abstract:Intheprocessofrealizationofsubstantivecreditor􀆳srightsbycompulsoryenforcement,

theconceptof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iswidelyusedinthesenseofseizingexecutiveobjects,

maintainingthevalueofliabilitypropertiesanddeterminingsubstantivecreditor􀆳srightsbyeffec-

tivelegaljudgments,aimingtosearchfortheoreticalbasisofspecialeffectsofrightsofexecution

creditor.Legaltheoryandpracticesometimesmisusethedeterminedattributionofsubstantive

creditor􀆳srightswhenusingtheconceptof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Rightsofexecutioncredi-

torregardthecreditor􀆳srightsasuniversalsbecauseoftheattributeofcreditor􀆳srightsofclaims

onpropertyrights,therelativescopeofvalidityofclaimsonpropertyrightsandtherelativescope

ofenforcementmeasuresbetweenspecificparties.Sothere􀆳snoneedtoreplacetheconceptby

rightsofperformance.Therearespecificconnectionsbetween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andpar-

ticularliabilityproperties.Thepathofrealizationof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isdifferentfrom

thatofsubstantivecreditor􀆳srights.The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canbeservedasformalbasis

forexecutionwithsubstantiveflaws.Thelitigationsofcreditor􀆳srightsofrevocationarewaysof

conserving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Therefore,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areindividualsin

termsofvalidity.It􀆳snecessarytoregardtheconceptof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asananalysis

tool.

KeyWords:rightsofexecutioncreditor,substantivecreditor􀆳srights,claimsonpropertyrights,

liability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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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18号: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高压开关有限

责任公司等执行复议案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